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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批评者和实践者的关系 

                  ——2013 年赴英国利兹大学学术交流总结报告 

 

陈  莹 

上海戏剧学院西方戏剧文化研究方向博士生 

 

今年三月，我很荣幸受邀参加英国利兹大学“寰球舞台、演出中国：人、社会与文化”国际研讨会，也很荣幸为“中国形象：赵

氏孤儿的跨文化研究”艺术的研讨会担任会议记录的工作。 

在研讨会的第一部分，与会的戏剧批评者发表了有关《赵氏孤儿》的演说。大多数人将《赵氏孤儿》作为文学文本来研究，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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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年代，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不同向度讨论了《赵氏孤儿》的意义。第二部分，所有的实践者和批评者关于这个话题展开热烈的

讨论。对我来说，看到戏剧批评者和实践者能济济一堂，讨论同一个作品是更有趣的一件事。它揭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无论是戏

剧批评者还是戏剧实践者都需要知道谁是他们的伙伴。批评者不应该表现的像一个傲慢的学者，并且沉溺于深奥的理论中。他们应该

知道何种批评能更好地帮助实践者。戏剧实践者同样需要知道他们的作品会被一些非常聪明的观众观看，并且他们的批评会是改进这

个作品的方向。他们都需要意识到对方的存在，并且他们应该互相了解对方，这样才能形成戏剧批评者与实践者之间良好的互动，并

且对中国当代戏剧有积极的影响。 

我有感于著名编剧余青峰的演讲，他说，如果这个研讨会能早一点开，他也许会改编一个更棒的《赵氏孤儿》。这次研讨会从各个

不同领域讨论了这个作品，帮助他打开了视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有关戏剧批评者和实践者良性互动的例子。但是还是有部分实践者

不能理解批评者的意思，发生了一些理解上的偏差。在中国，某些戏剧实践者没有很好的教育背景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他们也许有好

的技术，但是他们中的有些人却没有好的文学或哲学的功底。所以对他们来说，加强综合素养是一件重要的事。因为他们是中国戏剧

的先锋，中国戏剧的深度取决于他们思想的深度。 

从另一方面来讲，戏剧不是小说或其他文学，它是一项复杂的艺术工作，包含了演员、导演、舞台设计、灯光、服装、空间、投

资等等。所以戏剧批评者需要有更多的方法与视野来解释戏剧，这意味着我们不能仅仅用分析文学作品的方式来分析戏剧，但很不幸

的现在中国的戏剧批评却大多如此。批评者需要建立一个有关舞台和空间的概念，他们需要知道一台戏剧演出的可能性与制约性。有

了这样的知识储备，他们才有能力比较专业地讨论戏剧。 

所以，我希望无论是戏剧批评者还是实践者都能去除对彼此的轻慢与无知。他们需要了解彼此的工作，并且能从彼此的工作中获

得益处。他们需要知道他们是创造中国当代戏剧的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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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这一点是我参加此次“寰球舞台、演出中国：人、社会与文化”国际研讨会的最大收获，因为我自己也是未来的批评者和实

践者。 

 

“寰球舞台演出中国”学术研讨会   2012 年 3 月 26-27 日 

田沁鑫的戏剧工作坊 

——“活力：中国戏剧舞台的精髓” 

孙韵丰（上海戏剧学院，博士生） 

工作坊 

中国当代先锋话剧女性导演田沁鑫的戏剧作品一直以来以极具张力的肢体语言表现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若将她导演的《赵氏孤

儿》与林兆华导演的《赵氏孤儿》相比较，不难发现田沁鑫对演员肢体动作的处理是“非常用力”的。2013 年 3 月 26 日下午，田沁

鑫在英国利兹大学为学生们主持了一场“活力：中国戏剧舞台的精髓”工作坊，或许可以通过这场工作坊让我们走近她的戏剧导演舞

台。 

工作坊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眼睛的训练，一是肢体的训练。在眼睛训练这一部分，导演让学生站成两排，眼睛直视前方，告诉

大家你所看到的事物。随后，两排学生面对面一一对位，把对方想象成一个苹果，一方盯着另一方的眼睛，告诉大家你从对方的眼睛

里看到他/她是一个什么样的苹果。导演做这一组训练的目的是希望训练演员眼睛的“穿透力”，也可以解释为，演员所看到的应该是

演员心里的东西，可以穿过一切物质障碍，看到意念中的意象，这种力量是具有穿透性的。 

第二部分是肢体活力的训练。首先，导演要求学生面对面分成两列，一方对另一方进行肢体上的发力，比如拿拳头打对方，用脚

踹对方，用身体撞对方，当然这一切都是隔空的，不能真正碰到对方的身体，隔空发力，而作为受力的那一方要根据发力一方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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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做出相应的反应，比如对方打了自己的腹部，那么腹部才是受力疼痛部位，如果对方扇了自己的左脸，就不能向左面倒下，对方重

重地“揍”了自己一拳和轻轻拍了自己一下的反应是截然不同的。这个训练做完后，导演要求学生站在原地，导演给出一个情境，学

生便针对规定情境做出反应。导演给出的第一个规定情境是“你眼前有一条狗”，第二个规定情境是“你和你的父亲吵架了，但是他忽

然生病了”。这部分训练的主要目的在于训练演员的反应能力，尤其“隔空发力”这个训练要求演员对力量要很敏感，首先要去感受和

想象对方发出的力，再根据这个力量以最快的速度做出最真实的反应。在学生进行隔空发力训练的同时，通过大家的反应还可以推断

出施力者与受力者之间的人物关系。 

在这个工作坊中，参与者们（包括学生）都表示受益匪浅，亲自站在舞台上体验这种戏剧训练方法是最直接的感受中国戏剧的方

式。中国传统京剧就一直十分重视对演员眼神的训练，眼神是演员与观众交流的途径之一，演员的情绪都可以通过细微的眼神传递给

观众。此外，“隔空发力”也是中国武侠文化中的一种诗意的意境，源自于中国气功。导演借鉴这两种方式来进行戏剧创作，无疑是保

留了最传统和最典型的中国文化。从田沁鑫导演的作品中能够看到，她把这种传统文化突显、放大了出来，用极具生命张力的肢体形

式表现出了中国文化的活力。 

 

《赵氏孤儿》 

田沁鑫在此次工作坊中突出的“活力”元素在她的导演作品《赵氏孤儿》中有所呈现。这部戏的开场是赵氏孤儿赵武被举矛士

兵围攻，这是一组没有台词的人物行动，士兵们手持长矛将赵武围在中间，所有长矛将赵武架住，从舞台一边移到另一边，随后所有

长矛由外向内一齐刺向赵武。这组动作十分具有仪式感，没有一句台词，所有的含义都在动作的节奏与动作的夸张中体现，带给观众

关于舞台的视听刺激，激发观众想象。《赵氏孤儿》的叙事方式放弃了平铺直叙，而是采用非线性的叙事方式，将现在与过去进行穿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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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灵活的叙事手法，迫使观众主动参与思考。 

《赵氏孤儿》中有许多动作细节甚至可以看到中国戏曲的影子，比如赵武会在舞台上走方步，然而田沁鑫在处理这些形体动作

时不仅仅只是复古，并非简单地在话剧中夹杂一些戏曲舞台造型，她塑造的舞台动作，有节奏，有生命力，看得到中国的传统文化，

但也十分现代，这或许就是中国当代戏剧民族化的特点之一。 

在舞美设计方面，田沁鑫导演的《赵氏孤儿》运用黑色和红色两大色块，用虚实结合的方式体现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写意，但

又能读出一些西方现代艺术的味道。 

对于元杂剧《赵氏孤儿》的改编，田沁鑫也秉持着自己独到的观点，这个观点体现在这部戏的最后一幕，赵武看着死去的程婴

和屠岸贾，对观众说“今天以前，我有两个父亲，今天以后，我是——孤儿！”田沁鑫把“孤儿”作为一种境遇的代言，在这个时代，

人与人之间是无法亲近的，哪怕是最依恋的父亲、尊敬的长辈，剧中结尾，赵武说自己是孤儿，因为从今往后的路怎么走，便是完全

要靠自己去分辨了。 

田沁鑫的作品除了保留了传统的中国文化元素，还吸收了不少西方戏剧元素，这也是她成为中国知名先锋戏剧导演的原因之一。

2003 年，当她导演《赵氏孤儿》时，她曾说道：“我们那个舞美设计罗江涛从德国留学回来，在一起聊的时候就谈能不能不那么写实，

能不能把欧洲的那种方式用进来，色彩上咱能不能用大的色块儿，能不能为了与这个比较沉重的主题统一用一些抽象感觉的色彩，于

是就出了几套方案，形成现在这种红黑色块为主调的舞台美术。包括选画这个过程，考虑能不能既用中国画，又有西式的风格，最后

用了赵无极先生在法国画的画。” 

总的来说，田沁鑫戏剧作品中的力元素在深刻感染观众的同时也成为了她独树一帜的导演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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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氏孤儿各版的结局比较 

 

冯伟（都柏林三一学院，博士生） 

 

2013 年 3 月 27 日，在利兹大学举办的“寰球舞台演出中国：人、社会与文化”会议上，我们看到了八个版本《赵氏孤儿》改编的

花絮。其中包括四个戏曲改编（京剧、越剧、湖北花鼓戏、豫剧），三个话剧改编（林兆华版、田沁鑫版、浙江大学黑白剧社版），一

个歌剧版（中国国家大剧院），以及一个外国改编版（英国皇家莎剧团）。这些改编牵扯诸多议题，但其中最令我关注的是这些改编策

略背后的文化动因。 

好的故事总是会被不断上演。由于《赵氏孤儿》是春秋时期的故事，其意识形态和历史背景，无论是对当今中国的改编者，还是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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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莎剧团，都一样陌生。从历史上的各种中外改编（欧洲有威廉·哈切特、伏尔泰、亚瑟·墨菲的改编，中国古代有南戏、元杂剧和

明传奇的改编）中可以看出，只要改编策略不同，同样的故事也会发生不同的形变。 

这些改编恰好体现了艾莉卡·费舍尔-李希特的“交织表演文化”这一概念。根据她的定义，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化素材一直在交织，

从而形成新的美学范式，因此文化纯净、货真价实这些说法经不起推敲。而利兹大学会议上展示的几个改编，正是交织了中西文化。

原因有二：一方面，现代中国大量吸收了西方的理念和观念；另一方面，皇家莎剧团也尤为重视保留原剧中的中国特色。纪君祥的元

杂剧版本是最有名的改编，因此后世的各版本都在不同程度上以其为原型。在元杂剧中，悼公继位，将屠岸贾灭门，并为赵盾、公孙

杵臼、韩厥、程婴洗冤，但在当代中国的改编中，这一结局都被淡化了。诚如越剧版导演王晓鹰宣称：越剧版本特色在于“充满着现

代意识和现代人文关怀”（2006），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其他版本。纪君祥写作此剧时，将对蒙古统治者的满腔怨恨注入了剧中，因此对

史实多有改动，其政治目的，便是“以程婴存赵影射恢复赵宋”（范希衡，2010：28）。 

根据当时的宗法制度，作为门客的程婴，完全有理由牺牲自己的儿子，以保全主人唯一的血脉。因此，无论是在元杂剧还是明传奇

中，我们都看不到程婴本人的苦楚和心理活动。无独有偶，剧中其他角色也都是伦理概念的化身，而非有血有肉的人。但因为受了西

方人文主义影响，当今中国的改编，大多淡化了其政治内涵，而突出个人的大义。以马连良的京剧版本为例，虽然该版本与元杂剧相

去不远，但程婴的心理挣扎和冤屈却十分突出，因此也更为合情合理。 

此剧名曰《赵氏孤儿》，但孤儿戏份其实极少。对于从宗法制中解放了的当今观众，倘若孤儿能因为自己的身世，而毫不犹豫地杀

死屠岸贾，那才令人胆寒。因此，在众多版本中，孤儿并未杀害屠岸贾，要么命其自杀（皇家版、豫剧版），要么无法下手（越剧版），

要么完全放弃（林兆华版）。其伦理义务的强加中已掺杂了不少破坏性的自省精神。而戏曲惯有的大团圆结局在各版本中，也大多以悲

剧收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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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些戏曲版本中注入了现代意识，但其根深蒂固的道德教化色彩并未根除，因为会议上众多改编者都宣称，其改编是为了批判

当今中国的道德缺失、信仰缺失以及人与人之间信任的缺失。而为了说教，屡试不爽的办法便是：动之以情。我们不难发现，程婴的

冤屈、痛苦和折磨在各个版本中反复出现，因为这些段落在全剧中最令人心痛，其背后的逻辑是：程婴的境遇越遭，其形象越加高大，

而观众受到的打动越深。然而，这种作用于中国观众的策略，未必作用于西方观众。 

西方戏剧强调逻辑和连贯的行动，其背后是理性精神，而非情感。芬顿的改编填补了诸多戏曲版中的空白（如魏绛的突然回朝），

也为一些人物的行动提供了足够的动机（如孤儿杀与不杀屠岸贾的原因），以保证行动的逻辑性。但是，对逻辑性的强调却也淡化了第

二部分的戏剧性，因为在这一部分中，剧作家并未像第一部分那样忠实原剧，而是新增了不少以孤儿为中心的叙述段落。虽然孤儿的

形象饱满了，但第二部分的可观看性也大为削弱。而反讽的是，虽然芬顿小心翼翼，但仍有些问题他仍未解决。皇家版还原了原剧对

公主侍女的拷打，但一位剧评家却批评说，她的行动“与后面的剧情毫无关系”（Theatrical Geographies，2013）。我们并不知道这

是芬顿有意为之还是无心之失，但剧作方法的混杂却破坏了整部剧的风格统一。 

在剧情方面，皇家版也将中国的故事套入了西方的思维之中，如对公主的刻画。在皇家版中，家破人亡的公主形容枯槁、神智失常，

但在中国的各版本中，公主却依然如故。但最能体现西方人文主义关怀的却是对程婴之子的重视。导演格里格利·道兰在会议上称，

因为难以理解程婴为何会牺牲自己的儿子，他们便增加了最后一场。皇家版的原型可以追溯到《创世纪》，其中讲述了亚伯用以撒献祭

给上帝的故事。从基督教的视角来看，似乎只有通过上帝或以上帝之名，才能使人们自我牺牲。于是我们看到，程婴恳求儿子的原谅，

而死去儿子的鬼魂却质问他：“为什么你如此恨我？为什么你如此爱赵氏孤儿”（芬顿，2012：69）？皇家版在这一点上的处理也呼应

了一些中国版本。在豫剧版中，赵氏孤儿总是让程婴联想到自己的儿子，以及妻子、公孙杵臼、韩厥、彩凤。而越剧版中，程婴夫妇

再度将本已视若己出的孤儿归还公主，从而将多年前的悲惨故事再度上演。虽然里面夹杂了人文主义，但程婴一家三口的沉默却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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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了国家大于个人的隐含观点。不难看出，传统伦理和现代观念交织于其中。 

有趣的是，这个故事在林兆华和田沁鑫的话剧改编中有了全新的呈现。两位导演都深受西方影响，他们借助其他的历史文献或者自

己的想象，重写了这个故事，从而增加了其复杂性，但这绝非解构。在林兆华版中，所有的角色都在错综的政治环境下表现出复杂的

性格。田沁鑫的孤儿则是对两位父亲有着同等的爱。林兆华的孤儿拒绝承认自己被突然强加的身份，以此拒绝杀害屠岸贾，而这个结

局令人大跌眼镜；田沁鑫的孤儿则意外的杀害了程婴，而屠岸贾也自尽，从而令孤儿同时失去两位父亲，不知何去何从。通过颠覆原

有的故事，这两个改编一方面质疑了既定的历史叙事，另一方面也批评了当下的社会问题。在林兆华的版本中，孤儿有意回避自己的

复仇使命令人想起当下的一些人，自欺欺人，对历史过往视若无睹，逃避责任。而田沁鑫改编此剧，则是因为“悲伤于现今社会的混

乱，私欲的弥漫，道德底线的几近崩溃，思想的覆灭，礼节的丢失”（田沁鑫，2003：38），以上种种都交汇在孤儿的自我迷失中：是

接受良善的程婴的教导，还是接受残酷的屠岸贾的教导。林兆华和田沁鑫启蒙式的改编重新阐释了这个著名的悲剧，也体现了现代性

和传统的交织。如果将戏曲版本和话剧版本并置，我们不禁要追问：导致改编策略以及最后结局分歧的，到底是什么？束缚和阻碍现

代人主体性呈现和更加大胆的创造的又是什么？是戏曲说教的职能及其伦理背景？还是戏曲未知的根本缺陷？ 

通过以上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当代中国和古代中国改编的伦理和美学之分实际上也体现了中西之别。虽然皇家版的改编引人注目，

但创作团体若能更好地把握中国文化及其戏剧美学，或许戏曲和莎士比亚传统的交织会生发出更好的美学范式。中国各改编结局的差

异要归因于现代性、传统伦理、美学、社会状况以及创作者个人主体性不同程度的交织。就这些改编而言，“即便有差异出现，也不能

随意认为这反映了特定传统中既定的种族和文化特征”（Bhabha，2004：3），这一点在话剧改编中尤其明显。这样的交织行为在戏剧中

还会继续，但是只有对时空上较为疏远的来源文化有更深的理解和充足的研究，而非沉迷于自己的传统，才能产生更多有意义和有效

的交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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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寻记》：一个东方主义凝视 

 

杨子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 

 

在 2013 年 3 月利兹大学举办的“寰球舞台表演中国：族群、社会与文化”的国际研讨会上，迈克尔.沃林，英国跨界剧团的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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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个人宣讲环节谈到他的“东方三部曲”。2010 年在上海，我观看了三部曲中的《东寻记》，给我印象颇深的是，作为一部“东西合

璧”的产物，多媒体舞台剧《东寻记》由中国、英国、法国、印度、瑞典五国艺术家联手打造，它不仅是中国话剧第一次登陆伦敦西

区，在负有盛名的 SOHO 剧院连演 24 场（2010 年 9 月 7 日-25 日），且也是中国演员赴海外排练的首次尝试。导演迈克尔·沃林（Michael 

Walling）通过戏剧的生产方式、排演方式及戏剧主题建立起《东寻记》的多地性跨文化特点，首先体现在生产制作的劳动分工：导演、

演员、剧场工作人员来自英、中、印、法、瑞典等国，故事的酝酿、排练及演出分别在上海、伦敦进行。其次，“多地性”还表现在剧

场对全球繁多不一的空间、地点的展现：以一对离异的英国夫妇在上海寻女为主线，故事横跨印度、瑞典、上海、吉林等多个地域和

空间，多重空间的交叉将诸多角色戏剧性组织在一个舞台空间。剧场的多地性有助于“跨地性”场景的建立，所展现的诸多地点与空

间在规模与文化内涵上形成辩证关系，具体表现为，来自不同地域的人群构筑的族群景观及其所呈现的新感觉与新认知，以及在这样

的新感觉与新认知中所建构的具有特定内涵的“上海空间”。 

剧场中，来自他乡异国的剧中人汇聚上海，构成阿帕杜莱所称的“族群景观”，也即人的景观：印度海啸后帮助当地居民重建家园

的英国慈善工作者玛丽（Marie），客居上海的前夫朱利安（Julian）、来自瑞典的情侣约翰（Johan）和玛雅（Maja）、酒吧性工作者、

东北农村青年王才有、以及因丈夫卖掉初生女婴，愤然到上海投奔王才有的翠花……“他们组成了我们身处的变动着的世界：游客、

难民、流亡者、外来劳工以及其他迁移的群体和个体，他们构成了这个世界的本质特征，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影响着民族之中（及民族

之间）的政治”。1这些异乡人带来各自的故事及背后的个人记忆和文化符码，在上海都市空间展开跨时空的叙事想象。 

乡村和城市的相融、以及地方城市向全球都市的发展，是剧场跨地性生产的一个表现维度。城市的存在以商品生产和消费为基础，

居住于其间的城市人也受制于生产和消费法则，来自东北农村的王才有为了能在大上海立足，不惜以异装酒吧女为职，其奋斗目标是

“在上海，给我在东北农村的母亲赚很多钱”，洋气的英文名字 Sammy 和一口错漏百出的洋泾浜英语暗示了这个教育程度低下的中国农

村青年对融入全球都市的努力与乐观。 

“离散”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情感结构和叙事策略，剧中的家庭或爱情无不分崩离析：朱利安和玛丽离异、女儿阿莉克斯因爱自杀、

翠花离家出走、朱利安和王才有一夜情后决裂，约翰和玛雅分道扬镳……在迈克尔·沃林的剧场里，这些“异乡人”的情感错综复杂

地交织于上海都市场景中，与东方情调勾兑成一台上海情爱“奇观”。我们有理由质疑，《东寻记》中平面化的人物和故事是否单线条

                                                        
1 阿尔君·阿帕杜莱：《消散的现代性》，刘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 年，第 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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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剪了当下上海或中国的现实，剧场中展现的这些汇聚于上海的“异乡人”在现代中国都市人形象谱系中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这些

高度象征化的“上海异乡客”以何种方式、体现了怎样的历史“新感觉”和“新认知”？ 

导演迈克尔·沃林将他对上海的感觉与认知转移剧中，也即将他 2005 年第一次“在中国旅行时的感觉”重现于舞台： 

 

“作为一个西方人，我惊讶地发现这座城市的很多方面都是那么熟悉：繁华的商业街，琳琅满目的商品，满街的移动电话，星巴

克和麦当劳。但是这些熟悉事物交错着一系列我不熟悉的方面，让我感到局促不安：一桶桶活蹦乱跳的螃蟹、道观、繁复的书法、越

剧以及公园里的太极拳。……也许伟大的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可以理解这种现象并给出解释：在他的戏剧中，观众以一个全新的方式

接触那些熟悉的事物，因此，这些事物在他们眼中也变得奇怪起来，他们开始怀疑从前的假设。由此看来，戏剧只有在事物变得奇怪

的时候才是有趣并且有用的。”2 

 

显然，星巴克、麦当劳等全球都市的烙印，和螃蟹、道观、书法、越剧等特有的本土文化混合，所构成的“混杂的现代性”（hybrid 

modernity），3令迈克尔·沃林这位来自西方的观者对上海“既熟悉又陌生”、“惊讶且局促不安”，并从布莱希特式的舞台“间离效果”

中获取灵感。沃林所展现的上海，是现代资本主义如何生产出一个全球都市或曰世界城市的片段，他把创作放在一个由西方文化构成

检视、通行的渠道中，和“从前的假设”不同，西方文化大众想象中的“中国”及“中国佬”的原型或“套话”在《东寻记》中被以

充满异国情调且不失现代性的方式加以解构：在早期好莱坞电影中，东方文化与亚洲男性被表现得女性化，在迈克尔.沃林的舞台上，

王才有摆脱了西方大众想象中的丑陋、萎靡、弓背缩颈的传统中国人形象，转变为努力融入城市生活从而试图改变命运的上海新居民，

但异装酒吧“女”的职业身份使其依然沿袭了“中国佬”的病态特质。王才有的“被女性化”表征着上海或者中国依然为女性“他者”，

这种想象性的品质使之区别于平实的或曰真实的“上海”在沃林的舞台上“被观看”，西方观看东方的传统视角在此被延续，如萨义

德在《东方学》中援引福楼拜对东方奇观的描述，“欧洲看客用其感受力居高临下地巡视着东方，从不介入其中，总是与其保持着距

离，总是等着看《埃及志》所称的‘怪异的快乐’（bizarre jouissance）的新的例证。东方成了怪异性活生生的戏剧舞台”4。 

                                                        
2 《东寻记》场刊。 
3 Michael Walling & Roe Lane, ed, The Orientations Trilogy , published by Border Crossing Ltd,2010,p.4. 
4 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2007 年，第 134-1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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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在全球化都市进程中已成为诸多地方性经验与文化交流与交换的场所，剧场将这一全球都市空间的戏剧性转化为一种心灵状

态而内化为“异乡人”的新感觉与新认知，并通过他们对“家”的阐释进行充分呈现。 

剧场借玛丽之口对“家”作出定义：“心在哪里，家便在哪里（Home is where the heart is）。”“家”在跨地性的全球迁徙中不

再拘泥于具体的地理环境而被赋予精神性的指代功能，这一概念性的定义及传统意义的转变给予舞台角色行为逻辑的合理性，由此，

翠花弃家出走、王才有与摩登都市努力融合、阿莉克斯厌世自杀、约翰和玛雅、朱利安和玛丽的情感离散，皆围绕“家”这一“心之

所在”在各人特定时空的生命舞台中登台和退场而具行动逻辑，呈现的是一个聚焦于上海的跨地性全球旅程中“无家之人”的生动图

景。 

剧场对中国的“家园”表征不失西方视角，王才有在星巴克咖啡馆向玛雅描述吉林家乡，伴以电子大屏幕所播放的影像进行具体

形象的诠释：中国农村的乡村景象、老人沧桑的脸、工厂流水线旁操作的女工、胸佩毛像章的文革女民兵等，这些都是“王才有家乡”

的指代符号。毫无疑问，多媒体影像传达的“中国佬”王才有的“家”跨越中国发展的几十年历程，工厂流水线女工表征着全球资本

已进入中国乡村的各个角落。 “星巴克”及玛雅口中瑞典的表征符号“宜家家居”皆为全球化都市的标记，与王才有的家乡形成鲜明

对比的两个东西文化空间，作为全球本土的具体场所，“上海”的文化身份与城市主体性在绝然相异而又互相交缠的两种文化空间中充

满暧昧，无法自明。透过玛雅的视角，中国京剧及男性对女性角色的扮演等在舞台上充满东方异国情调。而中国宗教和乡村传统礼仪，

也通过翠花粗鲁的举止和朱利安的视角得以展现…….“上海”在剧场中成为一个复杂存在，它不仅是农村青年试图安身立命并努力与

之相融的繁华摩登都市，也是一个充斥着星巴克、宜家家居等全球都市印记、且不失东方情调的情感迷失之地；既融合了中国底层弱

势群体的喜怒哀乐，又迎合着强势的西方视角与消费文化，在跨地性场景中勾勒出全球流动的“无家之人”错综复杂的情感离散。 

作为落后民族的代言人，东方在西方中心主义视角下成为诠释东方文化的合法权威，这个问题，也是赛义德在其著作《东方学》

中所探讨与论证的，在他看来，东方主义是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在西方对东方的预设和想象中，东方成为验证西方文化镜像的“他者”，

将一种“虚构的东方”形象反过来强加于东方，并在制度上、文化上、观念上将东方纳入西方中心权力结构，进而完成文化语言上被

殖民的过程。 

在这个意义上，迈克尔．沃林对上海的“看”仍未摆脱西方中心主义视角。因而，与其说《东寻记》展现的是来自西方的朱利安

和玛丽在上海的寻亲历程，不如说是一瞥西方中心主义视角下对东方的“凝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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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球舞台演出中国：人、社会与文化” 国际研讨会总结报告 

——关于编辑《二十一世纪的话剧演出：戏剧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碰撞》(英文)一书的研讨 

（利兹大学，2013 年 3 月 26-27 日） 

唐仁芳 

 

本文是“环球舞台演出中国：人、社会与文化”国际研讨会（利兹大学，2013 年 3 月 26-27 日）关于编辑题为《二十一世纪的话

剧演出：戏剧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碰撞》（英文）一书的研讨总结报告，系根据会议笔录和作者的发言整理而成。特别感谢本书主编

李如茹教授以及其他章节作者允许我在报告中使用他们的会议发言材料和讨论录音。 

过去的十年，标志着中国戏剧普及的显著复苏。中国国家大剧院汉语版的莎剧《理查三世》受邀于 2012 年 4 月在莎士比亚环球剧

场演出，剧中的中国元素吸引了伦敦的戏迷。中国的经典剧《赵氏孤儿》被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改编成英语版话剧（詹姆士·分特

编剧，格雷格里·多兰导演），该剧的演出引发了学术界的激烈争辩。这些事件，标志着中国戏剧正在加入全球化的潮流，并且在世界

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环球舞台演出中国：人、社会与文化” 国际研讨会是一次及时而且重要

的会议。 

本次会议，包括若干主题和环节，但是写作出版《二十一世纪的话剧演出：戏剧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碰撞》（英文）一书的讨论

给我的印象最深。自二十世纪初受西方影响的话剧从日本传入中国以来，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促进了话剧的各种实验和革新。该书由利

兹大学李如茹教授任主编，分章作者包括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澳大利亚、北美和英国的学者。该书将表达作者对中国话剧最

新发展的观察和思考，呈现中国话剧在二十一世纪中国和世界舞台上的各种面孔，以及中国话剧在全球化背景下与中国政治、社会和

文化的相互影响与作用。 

这本书将涵盖广泛丰富的内容和过去十年中国出现的很多话剧作品。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罗塞拉·费莱丽和澳洲昆士兰大学

的罗斯玛丽·罗伯特在中国戏剧研究方面都发表了很多作品。她们在本书中的文章将使读者有机会了解西方人眼中的当代中国戏剧。

费莱丽的文章观察、分析了“先锋戏剧与中间舞台： 二十一世纪初北京实验剧场的若干趋势”，概述了在中国大陆文化领域日益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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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商品化的背景下，北京的当代实验戏剧的一些争论和趋势，并对北京先锋派导演和电影制片人孟京辉的作品《镜花水月》进行了

个案研究。罗伯特在《<商鞅>与中国改革时期的历史剧》一章中，认为《商鞅》一剧不单单是对现在的中国领导人的颂词。本章采用

戏剧符号学的方法，探究这部剧的各个戏剧系统如何树立商鞅作为一个英雄但同时又是一个问题人物的形象。作者认为，尽管剧中的

颂扬成分普遍存在，但是这部剧的很多方面也可以解读为对现在的共产党领导人的讽喻批评或警告。由于中国对出版物的审查，中国

学者通常不会采用这样一种视角去写作。因此，罗伯特的文章为这本关于当代中国戏剧的新书增添了一种更开放而客观的洞察。在该

书的作者中，有两位在读博士生——来自哈佛大学的陈琍敏和华东师范大学的濮波。陈琍敏的《“戏剧无国界”：蓬蒿剧场和<锣鼓巷

的故事>》和濮波的《‘小社会’对戏剧传统的超越与颠覆：中国后戏剧剧场的后现代美学》关注中国社区和大学社团“草根剧场”的

戏剧作品。我羡慕这两位博士生，因为他们有机会在这本书里占有一席之地，使他们能够有机会考量他们的想法和对后现代中国戏剧

的批判性思维。加入这个团队和其他学者共同写作一本书，无疑将是对他们的博士论文研究的一个有力支持。我希望自己也能够在博

士研究中做得和他们一样好。李教授也周到地安排了在台湾、香港和海外工作的中国学者发表他们对中国戏剧最新发展的看法。周慧

玲的《表演成为新企业：田沁鑫与中国“话剧产业”的政策变化》，分析了田沁鑫——中国最著名的话剧导演之一，和她的长期合作制

作人李东创作的戏剧作品，认为两位戏剧实践者在销售策略和艺术理想之间努力寻求一种“乌托邦”式的平衡。黄承元在《新千禧年

的台湾戏剧及其双重性：赖声川<暗恋桃花源>对流放和民族身份认同的位移》一章里，探究了新千禧年台湾戏剧体现的台湾的双重文

化。作者将考察如下问题：2006 年以后复排的赖声川 1986 年的《暗恋桃花源》诸作品有何政治与艺术的重要性；这部关于流散经历

的悲喜剧如何解决空间与时间脱节的问题；赖为什么一再借用表现戏剧双重性的工具，并表现他的角色的双重身份；这一系列复排的

话剧怎样帮助我们洞察中国大陆和台湾在文化上的融合。台湾台南大学的林伟瑜认为，把易卜生的《建筑大师》这样的外国戏剧改编

成中国戏剧，能够最好地体现中国著名导演林兆华在演员表演方面的创新。因此，她在本书中选择谈论“林兆华和他的实验——林的

《建筑大师》对话剧表演的创新”。该章描述、解释、考察了林兆华的戏剧表演观念，包括演员和角色的关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制

度与戏曲表演，演员作为“操纵木偶的人和木偶”，“叙事表演”以及“双重结构表演”。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刘思远在《“灵

与肉的结合”—王延松对曹禺<原野>的新阐释》一文中，将讨论中国著名戏剧《原野》，认为王延松的作品通过把这部剧的印象主义/

象征性内涵作为占主要的并贯穿始终的主题，把曹禺从这部剧的现实性细节中解放出来。香港恒生管理学院的方梓勳教授和陈嘉恩博

士将合作写作一章，题为《浪漫香港：<酸酸甜甜香港地>的启示》。他们对香港戏剧现象的观察是：香港戏剧是多面孔的；尽管很难判

断什么是典型性或者是代表性的，但是有些普遍的趋势是可观察到的。他们认为对香港戏剧的讨论有三个重要的方面：市场、艺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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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两位作者认为《酸酸甜甜香港地》是一个当代的神话。它歌颂了香港人勤奋、有适应力、乐观的价值观，同时也具有功能性和

说教作用：作为受到政府财政支持的一部作品，它是一种对社会行动的宣传或者示范——传播香港在面临灾难比如 SARS 疫情之后再站

起来，成为具有强大适应力城市的信念。通过讨论《酸酸甜甜香港地》一剧，作者旨在找出香港戏剧的一些共同规律和新的发展趋势。

但是，在我看来，选择这样一部剧，作者无法发挥他们在戏剧翻译方面的特长，因为这两位作者都是香港恒生管理学院翻译学院的老

师，在戏剧翻译研究方面有更多专长。本书的编者和作者无疑组成了一个很强的团队，其中李如茹教授和黄承元是跨文化戏剧及中国

戏剧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本书的另外一位作者陈小眉在跨文化戏剧的研究中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陈的《西方主义》这本专著对

跨文化改编研究的理论化产生了重要影响。陈将在本书中写作有趣的一章，题为《“主旋律”的商业化：孟冰和“他的”党、军队与

人民》。本章使读者注意到一种“主旋律戏剧”和“孟冰现象”的对照。“主旋律戏剧”通常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为了维持对中国人民

的统治而推销的一种无聊的宣传剧种。但是在中国第一次而且是唯一的一次戏剧节上，全国的著名剧团搬演了孟冰的 14 部“主旋律戏

剧”，而这位导演也收获了 2010 年所有的戏剧奖项。本章探究了这位导演在创作中国话剧方面为什么能够做到政治立场正确、艺术上

创新和商业上的成功。除了上述作者和研究题目，另外两位作者也将在探索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话剧方面做出贡献。颜海平的文章《有

条件的世界主义：<喜马拉雅王子>及当代中国戏剧的中间转型》，将会解读《喜马拉雅王子》这部根据《哈姆雷特》改编的藏语版舞台

话剧。利兹大学的马海丽将在本书中以《<鹿鼎记>中的笑声》为题，谈论一部中国喜剧《鹿鼎记》，该章采用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对上海

戏剧中心创作的《鹿鼎记》进行个案研究，探讨了这部舞台剧成功的原因。作者认为，《鹿鼎记》一剧之所以广受欢迎，在于它解构了

权力和秩序，创造了一种狂欢的气氛，暂时实现了一个平等和个人自由的世界。了解到作者过去是一个越剧演员，我感到她没有机会

讨论一出越剧的戏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因为这本书旨在研究话剧，而越剧是中国传统戏曲的一种。  

基于上述介绍和评价，我们可以有信心地得出一个结论，这将是一本覆盖面广，对二十一世纪中国戏剧最新发展的各个方面做出

深入探索的书。由李如茹教授主持，在 3 月 26 日和 27 日进行的关于该书的两次研讨收获颇丰。作者们互相配合，一起工作，交流他

们的研究成果。编者和作者们对该书的研究方法、概念框架和内容的统一性等达成了一致意见，实现了本次国际研讨会预定的目标之

一。我祝愿该书成功出版，并且期待着在不久的将来能愉悦地阅读该书。 

 

 


